
论作为新兴权利的神经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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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脑机接口为代表的神经技术正在打破头骨之内不可触及的传统假定。现有基本权利谱系在

思想读取、精神操控等方面暴露出制度真空。神经权利是以维护人脑尊严和精神自主为核心，由人格同一

性权、精神完整权、认知自由权及精神隐私权构成的复合性新兴权利，并归入基本权利的范畴。在我国，可

通过确认精神完整和精神隐私的宪法价值、将神经数据纳入敏感个人信息范畴、严禁实施强制性神经干预，

并辅之以神经科技伦理审查和产品准入制度，逐步织就保护公民神经权利的多层次本土化规范网络。

关键词：神经权利；认知自由；精神隐私；人格同一性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4.002

 一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以脑机接口为代表的神经科学技术发展迅猛，正将原本深不可测的人类内心活动转化为

可数据化、可操控的现实，思维领域可能受到侵扰的隐忧随之蔓延开来，确立神经权利（Neurorights）
为新型基本权利的呼声日渐高涨。2026年 3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了博睿康医疗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的创新产品注册申请，此举不仅实现了脑机接口

医疗器械的全球首发上市，也标志着此类技术正式迈入临床应用阶段。①脑机接口亦称脑机交互系

统（BMI），是一套软硬件通信系统，能够通过脑电活动产生的控制信号，使人无需依赖周围神经和肌

肉即可与环境互动。同时，它也是一种人工智能系统，通过信号采集、预处理或信号增强、特征提取、

分类及控制接口五个连续阶段，识别脑电信号中的特定模式。②在此过程中，脑机接口先通过记录装

置采集颅内或脑外的大脑神经活动，再经机器学习模型等对神经活动进行解码，解析其中蕴含的人类

意图，利用所采集的信息输出相应的指令，最终操控外部装置做出与人类主观意愿一致的行为，并接

收来自外部设备的反馈信号，构成一个交互式系统。由此可见，人的思想如今已不再是不可触及的禁

区，借助传感器即可采集并放大脑电信号，在算法处理下解码人类大脑的活动、情绪与意图。未来，

神经刺激技术甚至可以直接影响乃至改变人脑活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操纵人的想法和行为。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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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有效的法律规制，这种对人类精神领域的入侵，将使人格尊严荡然无存，甚至使人沦为任人摆布

的法律客体。因此，在神经科技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如何保护人作为认知主体的精神自主性成为全新

的法学课题。

“神经权利”这个概念，最初由伊恩卡（Marcello Ienca）和安多诺（Roberto Andorno）提出，其核心价

值指向人脑尊严和精神自主的维护。早在 2021 年，智利就通过修改本国宪法，明确人脑活动及其产

生的信息受特别保护。2025 年 11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员国通过《神经技术伦理问题建议书》 ，呼
吁构建防护机制，保护人类思想不受侵犯。思想藏匿在人的内心，向来难以被探知或强行改变，一直

都是不言而喻的，传统观念因此认为没有必要引入专门的法律保护。然而，神经技术的发展彻底打破

了这一认知，倘若神经活动并非天然具有不可侵犯性，法律体系便随之暴露出前所未有的空白地带。

在此情形下，有观点主张在宪法上引入神经权利来填补现有权利体系的漏洞。相反观点则指出，多数

神经权利仅是人格权的变体，鉴于尚未证明新型权利类别存在之必要，神经权利在刻画上尚显不足，

且在系统层面也没有切实益处。①究竟是拓展传统权利的内涵，还是另行创设新的基本权利以保障

人脑尊严和安全，至今未有定论，而神经科技引发的法律、伦理风险，正不断倒逼法律人重新反思权

利谱系。

 二　神经权利作为新兴权利的法理证成

神经权利，指的是围绕人脑及其精神活动衍生出来的新型基本权利的集合，旨在应对神经科技招

致的认知自由受限、思想被窥探或被操纵等风险。总体上，新兴权利的证成路径可概括为外部视角

的事实描述性标准和本体论视角的权利内在证成标准。②从描述性的形式标准来看，神经权利符合

其概念证成的时间标准（未被既往法律文本明确规定）和空间标准（在我国法律地域空间中尚不存在），

在权利主体、客体与内容上也都呈现出区别于传统权利的新样态。尽管神经权利具有由法律予以调

整的正当性地位，但尚未被纳入法定权利范畴。在实质证成标准上，新兴权利的证成既要符合权利存

在的一般道德标准，也要证明其能被现有实在法体系所容纳，并同时具备社会经验层面的现实需要及

实现可能。③综上，神经权利的证成需要满足实质证成标准所要求的伦理、法律和社会三重效力。这

引申出两个核心问题：一是现有法律权利体系能否有效应对神经技术带来的新挑战；二是新创设的神

经权利是否符合基本权利的一般判定标准，是否具备利益正当性和创设必要性。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不同语境下分别以道德权利、法定权利和基本权利等表述来指称神

经权利，对应权利证成的不同阶段。在证成起点上，神经权利是一项道德权利，它的正当性源于人脑

尊严和精神自主这一前法律价值。本文旨在论证它应为实在法接纳而上升为法定权利，并因其与人

格尊严存在内在关联，故可被确定为基本权利。三者所要求的证成分量存有差异，道德权利重在价值

正当，法定权利关键在于为现行规范体系容纳，基本权利则对应获得宪法上的确认。

任何新兴权利的主张，都立足于权利主体在现实生活中的利益诉求。这种生成根据主要体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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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时滞性和守成性的法律体系难以同步回应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制度调整需求。①关于神经权利生

成的正当利益需求，相关支持者指出，神经科技将引发一系列传统权利无法有效覆盖的风险。具体而

言，在脑机接口广泛应用的情境下，人的精神领域将面临诸多新的威胁：一是思想被他人读取的风险。

现有法律主要保护外部行为和通信不被窃听，对纯粹内心思想的探知缺乏规制，而域外已开发出可用

来提取用户记忆、情感等神经信息的“大脑间谍软件”②。二是精神状态被操纵的风险。传统的言论

自由、信仰自由等都以人的思想自主决定为预设前提，法律并未预见到技术手段可直接干预大脑并

改变人的想法，自我主体利用脑机接口设备输出表征时，由于算法的表达错位，容易被其中渗透的恶

意价值规则改变而在控脑阶段做出违背自身意志的行为。③三是心理完整受损的风险。各国法律普

遍对公民肉体伤害予以保护，但对无生理损伤伴随的纯粹精神伤害一般不提供独立的救济途径。四

是人格同一性危机的风险。与此前技术不同，脑机接口技术能重塑个人的记忆和偏好，进而打破人格

的连续性，这已然超出现有人格权规范的调整范畴。可以说，神经科技带来的问题并非表达自由、身

体权、隐私权等传统权利的简单延伸，而是在权利保护维度上形成了全新挑战。

上述风险之所以需要专门的权利回应，主要在于它们分别侵蚀了自主性的不同条件，并非笼统地

妨碍自由。此处有必要区分两个层面的自主：一是作为主体自我决定、自主形成思想和意图的能力

的认知自主，二是个人在处分其精神活动及神经信息时能够自愿知情地作出同意的决定性自主。思

想读取和精神隐私丧失，首先损害的是认知自主得以维系的前提，即内在思想在主体将其外化前不被

他人探知；精神操控和记忆篡改，则在意图形成环节取代主体的自我决定；心理完整受损，触及的是自

主主体赖以存续的心理基底；人格同一性危机，则瓦解了“我之为我”这一自主归属的最低条件。④至

于决定性自主，其受损不表现为强制，而隐藏于告知失灵之中。当神经技术的专业性使当事人无从理

解其同意内容时，形式上的同意便失去自主的实质内涵。只有将各项风险逐一对应到被侵害的自主

条件，才可以揭示神经技术损害人格尊严的确切环节和方式。

此外，从理论上将神经权利归入基本权利范畴同样具备坚实依据。一项权利主张若想上升为人

权，需要满足特定评判标准，一般包括反映极其重要的社会基本价值、并非对现有人权的简单重复、

具备形成国际普遍共识的可能以及内涵足够明确且可界定具体权利义务内容。神经权利及其项下各

子权利，显然符合上述评判标准。首先，对神经权利进行合理的概念证成，需要对其利益正当性进行

规范性判断，这种牵涉价值判断的正当性，要求建立在普适性价值抑或与特定背景相连的特殊价值基

础上。⑤神经权利直接指向人类心智自由和尊严这一核心价值保障，保护作为精神活动物质载体的

大脑和心智完整，是个体生存发展的前提，也为神经权利提供了最基本的价值正当性依据。同时，神

经权利所回应的思想操控、精神干预等风险，都是现有权利体系未能涵盖的新问题，与传统权利之间

不存在功能重复的问题。其次，神经权利成为真正法律权利的关键动因，是其权利主张和诉求理应获

得社会普遍认同。因而，我们必须考虑社会主体层面作为多数的普通主体是否可以与主张这些权利

的少数群体实现主体角色的互换、转化，避免权利主张只是少数社会主体的诉求，而不具备普遍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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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条件和特质。①随着全球科技伦理学界对神经权利议题关注的日益加深，各国就此达成广泛共识的

可能性正显著提升。在此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神经技术伦理相关文件，为构建全球统一

的规范框架奠定了基础。最后，神经权利无法通过对国家法体系已经规定的隐私、自由等基础权利

规范采取多种解释的方法而被完全涵摄，例如美国试图通过对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思想自由和良心

自由进行重新解释以涵盖神经权利的做法。神经权利本身源自人格尊严在面临脑机接口技术威胁时

的保护需要，对它的确认和保障可从人格尊严的基本需求中推导得出，而宪法关于人格尊严的概括性

权利条款又能够在不损害宪法稳定性和宪法权威的前提下，为这一新兴宪法权利提供规范支持②，故

神经权利能够理所当然地通过人格尊严条款为现有法体系所容纳。综上，神经权利在很大程度上符

合新兴人权的法理判据，不应轻易将其斥为权利泛滥的产物。

关于是否创设神经权利，也有学者持审慎甚至否定态度。神经科技引发的问题虽新颖且重要，但

若将其全部诉求都纳入人权保障范畴，可能导致人权概念的膨胀和贬值。同时，神经权利作为新兴权

利被提出，也可能引发权利泛化的负面效应：过分夸大脑科学的特殊性而将某些主张、利益诉求悉数

纳入权利范畴，会导致权利内容过度扩大而失去其独特意义和效力，其权利实施的可行性及不限于经

济层面的成本也可能被忽略。③权利的创设必然伴随义务与责任的承担，原本不应被过度保护的主

张一旦绝对化，便可能凌驾于其他更高级别的利益之上。特别是对国家而言，神经权利倡议所伴随的

对神经数据进行严苛监管的要求，可能会阻碍有益的科学实验研究，并压缩执法、司法机关为实现公

共利益而合理利用相关技术的空间。神经权利的立法争议，主要根源于其概念界定的模糊不清以及

其可能对科学技术发展造成的阻碍。科学技术的指数级增长暗含不确定性危机，为规避“科林格里奇

困境”，确有必要推动神经权利的进一步发展；但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克服神经权利在范围界定和命名

等方面的诸多问题，警惕权利膨胀及其引发的权利贬值风险。④为避免上述问题，在倡导神经权利时，

要警惕在其内涵边界尚未明晰前便直接将其纳入人权范畴所引发的权利泛化风险，不能为了追求新

奇而重复甚至稀释既有权利体系的价值重心。应以谦抑姿态对待新兴人权创设，创设的首要前提应

指明现有法律体系存在的法律漏洞、不切实际的内容等，除非新出现的权益诉求无法从既有权利框架

中获得合理解释和保障，否则不宜轻易增设基本权利。由此，关于神经权利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权

利体系演进的两种路径：一是解释论分析，认为既有规范具有足够的制度张力，可通过现行法律的妥

当解释来应对神经科技发展导致的新情况；二是新兴权利创设，主张通过确认新权利来解决新问题。

因此，需要对解释论的主张进行正面回应，并消解其对科技发展的担忧。在解释论看来，将神经

风险归入既有权利的尝试无法自洽：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预设的是思想已经自主形成、争议只在其

可否外化表达，因而无从处理思想在形成环节即被技术直接置换的情形；隐私权规制的是已外化信息

的不当获取和扩散；身体权和健康权以可见的生理损害为典型，不伴随躯体损伤的纯精神侵害难获救

济。美国试图重新解释宪法第一修正案来容纳神经权利的做法，暴露出削足适履的勉强：它不得不将

“思想”的射程扩张到文本难以承载的范围，反而模糊了原有权利的边界。至于阻碍科技发展的担忧，

确认神经权利并不等同于对神经技术进行无差别封锁。科研、医疗和执法领域的正当利用仍有充分

空间，受到约束的只是不当的探知、操控。可见，权利泛化的担忧可以借助严格的证成标准和限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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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参见雷磊：《新兴（新型）权利的证成标准》 ，《法学论坛》 2019年第 3期，第 27页。

 ③　参见王方玉：《权利的内在伦理解析——基于新兴权利引发权利泛化现象的反思》 ，《法商研究》 2018年第 4期，第 85页。

 ④　参见赵中华：《智能时代神经权利的困境与纾解》 ，《医学与哲学》 2025年第 12期，第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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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进行纾解，这不是否定神经权利的理由。

神经科技带来的挑战具有实质新颖性和广泛影响性，已然超出传统权利简单延展所能完全覆盖

的范围，这使神经权利的创设在法理上有了可能。但仍应在借鉴既有权利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审慎塑

造神经权利体系，使其既不与人权传统割裂，又能实现对人类精神领域的有效保护；既保证神经权利

包含的各项权能都有独立价值并指向真实风险，又能实现与传统权利的协调衔接，避免概念混淆和功

能重叠。只有这样，神经权利才能作为名副其实的新兴权利融入现行法律体系，并在实践中发挥其应

有的作用。

 三　神经权利的权利构造：类型、内容与边界

面对科技的颠覆性冲击，现有法律体系虽已作出回应却仍显捉襟见肘，亟须构建一套专门的规范

体系以填补权利保护真空。因此，将神经权利从理论概念转化为具有实操性的法律权利，成为应对这

一挑战的关键路径。这就需要深入剖析神经权利的内部构造，厘清其具体的权利类型、核心内容以

及行使的边界。

 （一）权利类型：基本权利与复合权利的双重属性

针对新兴权利的保护进路之一，是通过对宪法中关于基本权利条款的解释，或在概括性基本权利

条款下创设未被明文列举的基本权利，以此将新兴权利纳入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从法律性质上看，

神经权利应被定位为一项基本权利，体现的是人与生俱来的、不可让渡的根本权利诉求，个人因其作

为人之存在天然享有该权利。一方面，这可从神经权利的固有性和主体普遍性加以证成：人类复杂的

精神活动产生于自然状态，这种内在心智自由本就是人与生俱来的，其先于国家存在并应受国家保护

不受干预。同时，所有公民生而具备大脑和精神活动，无论个体存在何种差异，原则上都应平等地享

有神经权利，这也符合基本权利主体的普遍性要求。另一方面，新兴权利成为基本权利的条件还包括

以宪法解释推导出未列举的基本权利。神经权利源于保护人格尊严及心智人权免受脑机接口技术的

侵害，对神经权利的保护可以被涵摄在包括身体权、隐私权等与大脑和心智保护密切相关的基本权

利之中。①总之，神经权利以维护人的精神自由与人格完整为宗旨，在价值位阶上与传统基本权利同

属一列，理应在宪法或人权法层面获得相应位阶的规范确认。

同时，神经权利并非单一权利，它具备复合权利和权利束的双重属性，由多项子权利整合而成。

各子权利间既相对独立、各有侧重，又共同服务于保障人脑尊严和精神领域安全这一更高层次的价

值目标。从权利结构上看，神经权利内部呈现层叠嵌套的关系：人格同一性权处于底层，作为其他子

权利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在此之上的认知自由则是其他各项神经自由的必要前提，构成神经认知的基

础，积极意义上的认知自由更是其他神经权利的先决条件，它与精神隐私权、精神完整权之间的逻辑

关联，类似于思想自由同隐私权、完整权及身份权的关系。②单凭认知自由原则，尚不足以应对神经

科技发展带来的多重风险，还需要以精神完整权和心理连续权作为补充。二者分别侧重防范精神伤

害、维护个体意志完整，共同捍卫精神领域的安全、自主；精神隐私权则贯穿其间，为上述各项神经子

于浩：论作为新兴权利的神经权利

 ①　参见徐娟：《脑机接口技术应用中神经权利的规范构造及其法律保障》 ，《江汉论坛》 2025年第 7期，第 138页。

 ②　See Marcello Ienca and Roberto Andorno, “Towards New Human Rights in the Age of Neuroscience and Neurotechnology,” Life
Sciences, Society and Policy, vol. 13, no. 1, 2017, p. 10, 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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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划定边界，防范外部不当干预。总之，认知自由是神经权利体系的底层架构，精神隐私权和心理

连续权则构成其防御机制，前者抵御外部对精神内容的窥探，后者防范外部对精神主体一致性的篡改。

这样的权利构造呈现复杂系统特征，各项子权利既作为独立单元，又在功能上相互衔接、层层递进。

因此，将神经权利理解成基本权利项下的多元权能，更能揭示其本质特征。在宪法和法律中明确公民

神经权利不受侵犯，并以列举的方式具体划定认知自由、精神隐私等内容，即可体现这种复合性。

 （二）权利内容：人格同一、精神完整、认知自由与精神隐私

神经权利既以人格尊严和精神自主为统摄价值，又在不同风险场景下分化出相对独立的防御面

向。关于神经权利的具体内容，可以围绕人格同一、精神完整、认知自由和精神隐私，从保护客体、权

能边界及义务指向等方面进行界定，呈现其由主体性保障向信息控制延伸的递进关系，并揭示出各项

子权利之间的协同关系。

1. 人格同一性权

人格同一性权指的是保障个人作为特定主体的身份连续性和自我同一认知不被技术手段破坏的

权利。个人的记忆、信念、偏好等精神要素交织形成独特人格，同一性意味着一个人在不同时刻始终

保持“我是我自己”的恒定认知。脑机接口等神经技术可能会扰乱人的自我认知边界，其对自我意识

的改变会导致个体身份解构、人格异化。脑机接口技术一方面能增强被试者的自我控制感，另一方

面也能使其产生剧烈痛苦、失控感，甚至造成被试者身份认同的残缺不全。①如现实中有抑郁症患者

在长期接受大脑刺激器治疗后，产生了“我不确定我是谁”的迷茫感。这种由外部干预导致的自我同

一性混淆，冲击着法律主体性和责任框架的基础。因为个体只有具备基于记忆、情感等连续性所形

成的独立且独有的人格时，才具备成为法律主体的前提。②同时，脑机接口与人脑的深度耦合，将导

致难以区分一个决定或行动是“我”独立做出，还是算法通过解读“我”的神经数据并施加影响后做出，

这使传统基于人格同一性所确立的责任归属框架难以适用。③因此，侵犯人格同一性权的行为，如未

经授权利用神经刺激、记忆操纵等技术切断个人意识的延续性、打乱其身份感，会降低个人行动的主

体可识别性和行为认同感，容易产生责任真空状态。

人格同一性权要求法律承认并保护每个人对“我是谁”的稳定体验，防止外部干预导致人格混乱

或分裂。脑机接口可能绕过用户的感官通路，使其大脑直接接收到外部感觉反馈，在某些情况下这

可能导致用户对接收外部感觉信号是通过自身还是脑机接口设备产生困惑，进而影响其对自我的理

解。④在脑机接口技术通过自动补全或自动纠正等功能加速意图向行动的转化时，人们可能会发现自

己难以对最终的行为产生完全的心理归属感。同样，如果思维能跨越物理距离甚或实现多脑联网协

同，人们对“我是谁”以及“我的行动发生于何处”的传统界定必将受到强烈冲击。⑤更严重的是，如果

通过控制脑机装置等神经技术向大脑发出信号，使个人改变判断作出违背本意的行为，或大幅篡改其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 年 第 4 期

 ①　See Frederic Gilbert, Mark Cook and Terence O’Brien et al., “Embodiment and Estrangement: Results from a First-in-Human
‘Intelligent BCI’ T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vol. 25, 2019, p. 83.

 ②　参见杜仪方：《医用脑机接口技术所涉权利再造与法律规制》 ，《东方法学》 2025年第 4期，第 190页。

 ③　参见肖峰：《脑机接口数据的现象学特征、规制困境与治理路径》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 年第 2 期，

第 133页。

 ④　参见李鸿锴、岳瑨：《论脑机接口对人格同一性的影响——以延展认知为透镜》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25 年第 5 期，第

31页。

 ⑤　See Rafael Yuste and Sara Goering et al., “Four Ethical Priorities for Neurotechnologies and AI,” Nature, vol. 551, no. 7679,
2017, p.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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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情感偏好，那么受试者可能蜕变成“另一种连续的意识”，不再是原来的自己，无异于剥夺了其

作为法律主体的人格基础。

2. 精神完整性权

精神完整性权，旨在保障人的大脑结构、功能和精神状态的完整，使其不受非法侵害。其定义包

括防止未经授权干预大脑的消极权利说和主动寻求干预大脑的积极权利说两种。①传统法律多以有

形的身体损伤作为精神损害救济的前提，单纯针对精神的侵害因缺少物理损伤佐证，往往落入法律保

护的空白地带。脑机接口技术，无论是侵入式还是非侵入式设备，都可能通过改变人脑结构、长期刺

激影响神经可塑性，进而改变个体的心理状态和自我认知，形成纯粹精神伤害。②这种伤害或许不伴

随生理损伤，却足以损害人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安宁。鉴于一些精神干预未必直接作用于躯体，法律确

有必要保护精神完整性权，防范神经刺激滥用、非法记忆操纵等行为对个体心理造成伤害。如未经

患者同意强制进行深部脑刺激（DBS），容易使患者大脑出现潜在的生理和功能性改变，进而产生认知

障碍、情绪波动乃至精神障碍等副作用。③在防止侵犯精神完整性的消极权利方面，主要涵盖两层保

护：一是防止精神伤害，禁止故意施加精神痛苦、扰乱个人心理健康行为；二是防止精神操纵，禁止以

技术手段非法影响、改变个体心智，如通过神经调节和刺激改变情绪和思维，抑或直接干预大脑皮层

功能。④前者在以往主要体现为侵权法和刑法对精神损害的补偿和惩治，但通常只在有身体伤害时

才承认。例如《欧盟基本权利宪章》 虽规定了个人身心健全权，却仍将精神完整性视为身体完整性权

的附属物⑤；后者则基本从未获得足够关注，各国有关规制非法精神干预的法律学说均较为欠缺。神

经技术的发展，使上述两类精神侵害的风险明显上升。是故，有必要创设精神完整性权，明确未经合

法授权的精神干预都为法律所禁止，凡以神经技术访问、操控神经信号，未经许可实施或造成身心伤

害的行为，都构成对精神完整性的破坏。这一权利变相拓展了健康权和身体完整权的内涵，使心理安

宁也被纳入法律保护的法益范围之中。当然，精神完整性权的行使也需服从公益，国家利用神经技术

对公民精神完整性实施干预，须以追求重大且迫切的公共利益为目的，并由国家承担高标准举证责任，

同时采用比例原则以确保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降至最低。⑥

3. 认知自由权

认知自由权，是指个人对自身思想和认知过程享有自主决定的权利，不受外部强制干预，是对传

统思想自由的拓展、更新。它既保障个人自主选择是否运用神经技术来调整心智状态，也保护个人

免受技术强制使用及未经许可的侵害。⑦认知自由堪称其他各项自由的前提，是法律上意思自治得

以成立的生理基础。基于此，认知自由的支持者将其视为一项法律上的基本人权。同时，现有国际人

权法框架中的表达自由侧重于对外表达而非内心表达，表达于外的内容往往又与内心想法存在偏差，

因此有必要通过认知自由保护人的内在真实想法和意图。认知自由权包含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前者

是个人享有利用合法神经技术提升认知能力或改变精神状态的权利，如自愿使用脑机接口增强记忆；

于浩：论作为新兴权利的神经权利

 ①　参见李学尧：《“元宇宙”时代的神经技术与神经权利》 ，《东方法学》 2023年第 6期，第 80页。

 ②　参见杜仪方：《医用脑机接口技术所涉权利再造与法律规制》 ，《东方法学》 2025年第 4期，第 190页。

 ③　参见周吉银、陆麒、杨阳：《新神经技术深部脑刺激的伦理挑战》 ，《医学与哲学》 2019年第 7期，第 58页。

 ④⑥　参见李筱永：《脑机接口技术背景下精神完整权的逻辑证成和制度构想》 ，《政法论丛》 2024 年第 3 期，第 54 页；第

55—56页。

 ⑤　参见吴旭阳：《脑机接口新发展背景下法律权利体系探析》 ，《政法论坛》 2025年第 2期，第 131页。

 ⑦　See Marcello Ienca and Roberto Andorno, “Towards New Human Rights in the Age of Neuroscience and Neurotechnology,” Life
Sciences, Society and Policy, vol. 13, no. 1, 2017,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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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是保护个人免受他人使用神经技术对其思维的强制和未经同意的使用。①认知自由实际上是对

传统思想自由概念的具体化。现代脑科学赋予外部力量直接影响大脑的可能性，对于认知自由的保

护就需要从传统的保护思想外化，转变为保护思想本身，使大脑不被他人奴役。认知自由作为一项防

御性权利，要求国家不得以药物、脑刺激等强制改变公民的主观想法，甚至被特别解读为保护个人自

由、自主决策不受国家的不当干预。②当然，认知自由并不意味着个人思想和行为完全脱离社会规制，

教育、宣传必然影响个体观念，只是方式要正当。对此可以引入说服原则进行判断，如果干预认知自

由的措施尊重个人自主，且公民仍保有精神完整和意志自由，则可为法律所容许，而隐瞒、欺骗或强

制改变公民思想之类的行为，则已超出自由社会所能接受的限度。③

4. 精神隐私权

精神隐私权，是保障个人精神领域的信息和内容不被他人擅自探知、监测、收集或泄露的权利。

它的保护范围聚焦于头骨之内的精神领域，如由大脑电信号所承载的记忆片段、情感体验和思想内

容。换言之，精神隐私所注重保护的，是相关信息在实现任何颅外外部化（extra-cranial externalization）
之前的原始形态，以及产生此类信息的神经处理过程。人类内心世界以往被视为最后的自由堡垒，外

人不得而知。当下脑机设备的出现，使脑电活动得以数据化呈现，研究者既可以利用主要神经数据进

行预测分析，也能借助次要数据实现情感计算等技术推断。此外，神经影像技术在绘制大脑功能图谱

上表现出的有效性，也使得直接探知个体思想意图、观点立场及内心态度成为可能。④数据化易导致

这些神经信息被赋予与数字系统中其他信息相同的脆弱性及易被侵入性。如果这些神经信息被非法

获取或公开，个人将沦为透明人，其精神上的赤裸暴露会造成极端的心理隐私恐慌。同时，隐私定义

的范围本质上取决于个体对自身信息有选择地分享和有理性地筛选的心理处理过程⑤，脑机接口对

个人心理的探查分析则会使该定义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因此，有必要在现有隐私权之外设立专门的

精神隐私权，使人们屏蔽神经信息的非法提取，以最严格的规则保障个人内心不被肆意探知、操纵。

精神隐私权的重点在于防范神经数据的滥用，既保护被收集作为数据的脑信号，也保护作为数据产生

者或信息源的脑信号；既保护未经外部工具识别和过滤的大脑信息，也保护被发送到关联应用程序并

存储在云端或其他数据存储端点的大脑数据。⑥这些神经数据本质上属于高度敏感的私密信息，不

仅可能揭示个人当下的思想内容、情绪体验，甚至可通过算法反演还原出记忆画面。更重要的是，神

经数据具有现象学层面的具身性特征，同时具备与身体紧密结合的情境性和个体性，因而其所蕴含的

独特神经活动模式可作为识别个人身份的“神经指纹”信息。⑦这些信息倘若落入他人之手，个人隐

私将无从谈起。因此，精神隐私权要求立法对神经信息的获取、处理制定严密规范。除非基于诊疗

或科研等正当、必要目的且征得本人同意，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擅自探测、记录他人的大脑活动信息。

此外，法律应明确将脑活动数据列为特殊敏感的个人信息，适用高等级的保护措施。即使在合法采集

的情形下，脑机接口的技术开发者和应用者也要限定可访问、解码思维内容的用途范围，保证用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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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见杜仪方：《医用脑机接口技术所涉权利再造与法律规制》 ，《东方法学》 2025年第 4期，第 188页。

 ②④　See Marcello Ienca and Roberto Andorno, “Towards New Human Rights in the Age of Neuroscience and Neurotechnology,”
Life Sciences, Society and Policy, vol. 13, no. 1, 2017, p. 10; p. 3, p. 24.

 ③　参见吴佼玥、李筱永：《脑机接口技术视角下神经权利的逻辑生成和规范路径》 ，《残疾人研究》 2022年第 2期，第 52页。

 ⑤　参见李学尧：《“元宇宙”时代的神经技术与神经权利》 ，《东方法学》 2023年第 6期，第 79—80页。

 ⑥　参见吴旭阳：《脑机接口新发展背景下法律权利体系探析》 ，《政法论坛》 2025年第 2期，第 130页。

 ⑦　参见肖峰：《脑机接口数据的现象学特征、规制困境与治理路径》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 年第 2 期，

第 130页。

14



全理解并同意脑机接口触及的信息类型，不得用于原目的以外的用途，更不得将其用于商业化牟利。

通过上述机制，精神隐私权为整个神经权利体系提供了外围屏障，保证任何对人脑的进入，无论是读

取信息还是植入信号，都被置于严格的法律审查之下，在人的内心领域围筑起隐形却坚固的防线。

神经权利深深地植根于法治理念之中，其所包含的各项子权利在国际人权公约和各国宪法中均

不乏渊源。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ICCPR）第 18 条早已确认思想自由、内心信念和宗

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各国对隐私权的保护虽未明言精神隐私，但都普遍承认个人私密信息不受非法侵

扰；人格完整权更是国际人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ICCPR 第 9 条和各区域性法律文件都可将侵犯

身体和心理完整性的神经干预行为纳入人格完整权的规制范围，《欧盟基本权利宪章》 第 3 条也明确

了对个人人身和心智完整的保护。神经权利将这些分散概念进行跨域耦合提升，并针对神经科技时

代出现的新情况赋予其更完整的内涵。如传统隐私权无法涵盖对思想内容本身篡改的保护，精神隐

私权则填补了这一空白；思想自由原则未考虑高科技直接操纵大脑的情形，认知自由权则对此作出回应

和拓展。可见，神经权利是在既有权利谱系基础上，通过概念映射和重组形成的新兴权利框架，既继

承了人权保障以“尊严和自由”为核心的价值脉络，也回应了神经科技背景下人之为人的根本利益关切。

神经权利与传统权利同源，然又有扩张，二者在适用上不免产生权利竞合。同一侵害行为常同时

触及神经权利以及既有的一般人格权、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益。如非法解码、披露他人脑信号所承载

的情感内容，既构成侵害精神隐私权，也可能落入一般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制范围。对此，可

依照请求权竞合的一般法理进行处理，由权利人在多项请求权中择一行使，这样既不会因保护对象的

部分重叠而否定神经权利的独立地位，也避免了权利人就同一损害重复主张赔偿。至于请求权基础

的选择，可以受侵害法益的核心面向为准：侵害对象为尚未外化的颅内思想内容本身时，优先适用精

神隐私权作为规范依据；侵害行为聚焦已完成数据化的神经信息不当处理活动时，则适用个人信息保

护相关规范；当二者交织并存时，遵循特别规则优于一般规则的顺位。如此既能规避双重保护带来的

评价过剩问题，又可避免权利竞合导致救济落空，使神经权利与传统权利规范有序衔接、各司其职。

 四　神经权利保护的本土化制度回应

神经权利虽具有普遍意义，但各国在将其纳入本国法律体系时，仍需结合本土现实语境作出回应。

脑机接口技术带来的主体性冲击、法律空心化等多重困境，要求各国依托自身法治框架搭建适配的

规范体系，并应以计算伦理为指引完成本土化制度设计，平衡技术创新与人权保障。①我国神经科技

的发展日新月异，无论是国家层面“脑科学与类脑科学研究”（即中国脑计划）的布局，还是民间科技企

业对脑机接口的探索，都表明我国正迈向神经技术应用前沿的更深处。与此相伴，相关的法律伦理问

题也逐步显现。因此，有必要及早研讨并规划神经权利的制度保障路径，防范潜在风险，保障科技向

善发展。

 （一）确认公民精神领域的基本权利

我国现行宪法并未明文规定“思想自由”或“精神隐私”等权利，但神经权利的宪法保护源自保护

人类尊严不受侵犯，宪法第 38 条有关保障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规定，可作为神经权利的宪法依

据。人格尊严涵盖个人作为独立主体在精神上受尊重和不被贬抑，但其作为比较模糊的抽象概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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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予以具象化阐释，从而为构建更广泛的神经权利法律架构提供基本要素。是故，可以通过宪法修

改或解释将神经权利纳入基本权利保护范畴，如在未来宪法修改时增加“公民的人身和精神完整不受

侵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他人的精神活动、读取或篡改他人的思想”等类似条款，以赋予

神经权利防御国家行为和其他私主体任意的攻击或违法行为的基本权利功能。此外，通信秘密以保

护个人隐私为权利定位，与神经技术时代公民隐私易受侵害的现实密切相关，可考虑在宪法第 40 条

或对第 38 条的扩充解释中，明确公民脑内信息秘密免受神经技术侵害，使之与涵盖人格尊严隐私面

向的通信秘密相并列。毕竟，在脑机接口时代，大脑中的神经信号与通信网络中的数据一样，都可能

成为被截取和利用的信息载体，理应受到同等严格的基本权利保护。

需要强调的是，神经权利如果进入新兴基本权利的范畴，就意味着其具有道德权利证成的规范功

能：明确对个人选择进行保护具有必要性和优先性，当神经权利与公共利益相冲突时，其并非被完全

排除或限制，而是具有相对位阶优势。因而国家机关在制定和执行涉及脑科学技术的政策时，须遵循

基本权利优先原则，防止个人精神领域受到以科技或公共利益名义的肆意侵犯。同样，宪法对认知自

由的保障，也将倒逼刑事司法活动杜绝任何违背个人意志的神经干预手段。总之，在神经权利的本土

化过程中，首先应当夯实其宪法地位，这既是对国际趋势的积极回应，更是对我国以人为本宪法价值

的丰富发展。

与基本权利地位相伴随的，是冲突情形下的权衡规则，这是制度保障务必回应的环节。神经权利

各项子权利间并非全然并列，它们有结构上的先后：人格同一性权与精神完整权关乎主体存续底线，

一般重于其他子权利；积极意义上的认知自由如自愿的神经增强与本人的精神完整或人格同一发生

冲突，应以不可逆地损害主体同一性为不可逾越的界限，自主选择不得以瓦解自身人格为代价。神经

权利与其他基本权利相冲突时，因其维护的是人格尊严的核心面向，具有初步优先性，但这种优先并

不绝对，仍需通过个案法益衡量，在确有更高位阶利益时允许必要退让。神经权利与重大公共利益相

冲突时，相关干预行为必须恪守目的正当性，不得触及精神完整和人格同一的底线。上述权衡规则，

均应在立法和司法中明确，以免神经权利因缺乏冲突解决规则而流于宣示。

 （二）构建多维度的神经权利保护法律体系

基本权利的立法保障，不仅需要宪法层面的确认提供效力渊源，也需要完善的部门法和司法解释

中的相应条款对神经权利进行具体化，从而形成完整的神经权利法律保障体系。在宪法原则的指引

下，我国应尽快完善相关立法，形成保护神经权利的组合拳。

1. 民事人格权法的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人格权编已为人格权益提供了专门立法保障，其中隐私权和个人信息

保护是重要内容。然而，民法所保护的隐私主要涉及私人生活安宁和个人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人信

息，更多的是寻求对个人外部信息的保护，尚未直接涵盖内在性、根源性的神经信息和精神隐私。①

未来在司法解释或人格权立法体系建构中，可将“公民的私密思想和神经信息”明确纳入隐私权保护

客体。例如，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 1032 条隐私权定义条款和第 1033 条禁止性规定进一

步细化规则，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以脑机接口技术非法获取、披露、

公开他人的脑信号、脑成像等神经信息，或者以其他新兴方式侵害他人的意识活动。②同时，精神隐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 年 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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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权的保护范围不应仅仅局限在神经数据的产生环节，还应覆盖数据采集后的记录、存储和共享等

流程，保证大脑数据不被非法窥探和获知。神经信息作为隐私遭受侵害时，应确认权利人对其神经数

据享有防御性请求权，并可根据神经信息遭受侵害的具体形态，分别主张人格权请求权、侵权责任请

求权或违约责任请求权等。①这便将精神隐私权确立为一项具体的人格权，也便于权利人的诉讼救

济。此外，还可将非法神经干预所造成的精神痛苦，明确列为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

2.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扩容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 28 条将敏感个人信息定义为一旦泄露或不当使用可能危及人身财产

安全、损害人格尊严的个人信息，包含生物识别、医疗健康等数据。可见，立法将敏感个人信息以泄

露、非法使用后的易致害性作为判断标准。现实中有些商用脑波监测设备号称将其用于放松训练或

游戏，其背后可能在收集用户大脑反应数据，以用于广告、监控等，因此敏感个人信息的类型应根据

科技发展不断调整。为应对未来风险需要，有必要将人类神经数据如脑电图、脑影像、脑机接口交互

产生的数据等归入敏感个人信息范畴，适用更加严格的处理规则。②例如，可由国家网信部门等发布

专门标准，将脑机接口设备收集的用户神经信号定义为敏感数据，并规定不得未经当事人单独同意便

将其用于除提供功能之外的其他目的。另外，神经信息可以被解释为规范意义上的个人信息，这决定

了其采集和处理应以对个人的充分告知为前提。③脑机接口等神经数据的不可理解性和前反思性，

往往造成告知失败和主体认知能力的瓦解，个体无法理解其专业术语和可解读信息的程度范围，甚至

无法对自己是否产生数据进行有意识的反思，最终导致实践中知情同意原则的空心化。④所以，针对

执法或科研中获取个人神经信息的情形，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应规定更严格的程序和安全要求。在处

理涉及个人敏感信息的神经数据时必须遵循“单独同意”规则，划定明确的处理范围，确保必要的处

理限度，同时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赋予被采集者随时撤回对处理其神经信息的同意的权利⑤，即把精

神隐私保护的要求贯穿于信息处理的全生命周期，用制度确保个人脑数据的自主权和安全性。

3. 刑事司法限制与程序保障

我国对神经权利的刑法保护，主要有两条思考路径：一是鉴于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可运用

相应的法律解释方法将神经数据和神经信息纳入数据犯罪和信息犯罪的保护范畴。针对滥用脑机接

口技术对他人大脑进行控制并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如果对大脑造成物理伤害或者造成用户死亡，可

适用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人身犯罪罪名予以规制；如果通过操纵个人人格造成其身心安全、人

格尊严受到侵犯，则可认定为侮辱罪。⑥二是如果现行刑法不足以完全涵盖相关侵害行为，可以在刑

法和其他单行法中增设专门条款，禁止或严格限制神经技术的不当介入，如增设非法神经干预罪、神

经信息窃取罪、神经设备劫持罪等罪名，以此保护人的思想主权不受侵犯。⑦为防止公权力滥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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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⑤　参见张红、叶竞欧：《神经信息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隐私与数据》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年第 3 期，

第 43页；第 42页。

 ②　参见宁馨：《论脑机接口神经数据的界定及归类》 ，《医学与哲学》 2025年第 12期，第 9页。

 ③　参见张红：《脑机接口技术发展中的人格权益保护》 ，《中国法学》 2025年第 2期，第 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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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1页。

 ⑥　参见童云峰：《脑机接口技术应用背景下神经权利的证立与穿透式保护》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8 期，第

77页。

 ⑦　参见[ 德 ]扬·克里斯托夫·布布里茨：《关于神经技术与人权的国际宣言构想——法学视域下的神经权利框架》 ，郝晨轲、

李浩正译，《人权法学》 2025年第 5期，第 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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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明确严禁司法机关强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脑机接口技术读取记忆、干预思想，此类行为可

被认定为非法取证或变相刑讯逼供，衔接既有的禁止刑讯逼供原则。至于当事人自愿同意采用神经

技术协助侦查，如同意脑成像测谎，应出台专门程序规范，由司法机关充分告知风险、取得书面同意，

并由独立医学专家现场监督，得到的结果也只可作为办案参考而不可据此直接定罪。

4. 科技监管与伦理规范

就专门立法而言，可以考虑制定《神经科技伦理法》 ，抑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中增设章节，对脑科学研究和神经技术产品的开发、应用实行前置监管，确立脑机接口技术在设计、

开发、使用上的伦理原则、许可制度，以及对后续脑机接口产品的制造、销售设置风险评估、审核制

度。①对脑机接口技术风险评估，不应仅局限在数据、身份证明等传统信息安全内容，还应进一步拓

展至技术对用户情绪状态、自我意识等人格层面的潜在影响，将技术对个体心智的干预效果置于风

险评估、审查的制度中心。②神经科学是针对人类大脑神经系统的科学，需要对人脑进行各种实验。

严禁未经同意或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神经科学实验，应当要求科研机构定期报备，以确保神经科学研

究的正当、公开、合法。③因此，凡从事涉及人类大脑干预的研究或医疗实践，必须遵循我国《脑机接

口研究伦理指引》 的伦理审查框架，经过独立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后，在确保受试者知情同意、风

险可控、隐私保障的前提下方可实施。同时，应健全伦理委员会的监管机制，将审查重点由前期实验

的伦理审查拓展至后期的跟踪审查，持续对该神经技术的效果、副作用进行跟踪调整，一旦发生不良

情况，机构应及时向伦理委员会申报。④在受试者知情同意流程中，为避免当事人因专业知识、信息

壁垒无法充分知情、自主同意，有必要根据技术复杂性、数据获取程度、风险等级建立分级、动态的

知情同意更新机制，由传统的一次性授权转为场景化的动态授权；针对高敏感的神经数据，则应限定

在特定、必要的使用范围并要求取得当事人单独同意。⑤对市场上各类脑机接口产品，应建立分级准

入和用途审查机制，如对面向娱乐、教育场景的脑机设备进行认证，确保其不具有读取深层思想、植

入心理暗示等功能；对宣称能够提升注意力、改善判断力的脑刺激器，则须做科学性、安全性验证，并

明确告知其可能存在的副作用。脑机接口产品出品方应在使用协议中，向消费者完整告知脑数据的

全生命周期信息、潜在使用风险及安全守则。此举有利于增强用户风险防范意识，使其明晰维护自

身神经权利的方法，也可在合理范围内减免企业法律责任。《脑机接口研究伦理指引》 第 4.7 条规定：

相关主体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合理划分脑机接口产品服务提供者、研究人员与被

试者之间的责任。考虑到脑机接口涉及数据收集、解码、生产及销售等诸多环节，有必要建立起用户

权益损害衡量机制，如果企业存在过错，且给用户造成的损失超出产品使用时的可预测范围，企业应

承担侵权责任，同时由政府监督企业切实履行相应义务。⑥

全球首例 AI 预测预警型植入式脑机接口人体临床试验暴露的各类问题，能够直观印证上述制度

的实践价值。该试验面向癫痫患者开展，使用植入式智能脑机接口设备实时监测大脑神经活动，预判

病症发作并向受试者发出预警信号。在试验中，植入设备增强了部分受试者的自我掌控感，但也使个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 年 第 4 期

 ①　参见张旺：《算法异化视域下的神经权利伦理困境与治理》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年第 5期，第 127页。

 ②　参见肖峰：《脑机接口数据的现象学特征、规制困境与治理路径》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 年第 2 期，

第 134页。

 ③⑥　参见童云峰：《脑机接口技术应用背景下神经权利的证立与穿透式保护》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8 期，

第 75页；第 75—76页。

 ④　参见徐文雅、林志彬：《神经增强的伦理风险及对策探析》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24年第 6期，第 682页。

 ⑤　参见徐娟：《情感脑机接口技术应用的多维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河北法学》 2025年第 12期，第 120—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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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受试者产生强烈的自我疏离，甚或无法确认自己是否还是原来的自己①；更棘手的是，开展试验的

企业后续经营难以为继，要求受试者摘除植入设备，而多名受试者已然适应设备带来的身心状态，随

之陷入设备需被摘除、本人却并不情愿的困境。②因此，伦理审查不能仅止步于试验前一次性批准，

应延伸至全程跟踪审查，持续监测人格同一性受损这类事前难以预见的后果，并在异常显现时及时介

入。知情同意也不能局限于初始的概括授权，对于自我认知改变这类当事人难以充分预见的技术风

险，只有借助分级、动态的同意更新机制加以适配，才可避免知情同意流于形式。为应对企业退出风

险，产品准入和退出制度须设立保障条款，强制开发者履行设备长期维护、企业停运后设备处置及受

试者后续照护等责任。当损害确已发生且超出可预见范围时，由有过错的主体承担侵权责任，并由监

管者督促履行。

 （三）强化神经权利的保障

法律制度只有在司法和社会中落地生根，才能切实保护神经权利。对此，司法机关应强化对神经

权利的认识，在审理涉及大脑数据隐私、精神侵权等新型案件时，援引人格权一般条款和立法精神，

以填补细节真空。例如，遇到用人单位强制要求员工佩戴脑波监测头环等案件，法院可基于人格尊严

和隐私权相关规定，认定相关行为违法。最高人民法院也可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明确涉神经权利案

件的相关裁判标准。还有，需要从传统的单一监管模式转向构建政府引导、行业自律、科研支持、公

众参与的协同治理生态。权利主体神经权利意识的增强，取决于其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因此需要弘扬

科技向善、认知自主的理念，提高公众对神经权利的认知水平。这包括加强对相关从业者的伦理教

育，强化其对非法干预人脑行为的法律后果、道德风险的认识。考虑到科研、医疗人员可直接接触到

脑机接口采集的隐私数据，因此应对其设置行业自律规则并定期进行伦理和数据保护方面的培训。

同时，应完善公众参与技术治理的路径，鼓励公众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决策，保证各方利益

诉求在神经技术的实施中得以表达。

 五　结　　语

神经科技的发展开启了人类认知的新时代。大脑不再是一个封闭的黑箱，过往人类对思考的独

享正面临冲击和挑战。加强神经权利保护，就是人类法治因应这一冲击和挑战的制度构设。神经权

利作为一项新兴权利，目的是维护人脑尊严和精神自由，彰显科技向善和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同时，

为避免概念的滥用和空转，新兴权利应当植根于本土的法律土壤。因此，我国有必要在承认神经权利

独立地位的基础上，加强其与传统权利体系的调谐互补，并通过立法划清二者的边界。唯有如此，神

经权利才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不是对既有人权话语的修辞性叠加。随着神经技术和人工智能深

度融合，新问题和新情况将不断出现，神经权利的内容和边界也会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责任编辑    田　润）

于浩：论作为新兴权利的神经权利

 ①　See Frederic Gilbert, Mark Cook and Terence O'Brien et al., “Embodiment and Estrangement: Results from a First-in-Human ‘In-
telligent BCI’ T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 vol. 25, 2019, pp. 84-91.

 ②　See Manuela Vooijs, Katherine Bassil and Anne van den Brink et al., “Ethical, Legal, and Sociocultural Considerations in Neural
Device Explant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vol. 19, 2025, pp.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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